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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討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對空服人員服務破壞意圖之影響。以

航空公司現職空服人員為樣本，結果顯示嚴重性越高服務破壞意圖越強。

然而此關係卻取決於其他內外在因素：(1)如空服人員知覺到組織有高度行

為控制時，除對服務破壞意圖產生直接的負面效果，同時會降低惡質顧客

行為嚴重性與服務破壞意圖間的關係；(2)空服人員道德意識中理想主義(相

對主義)除對服務破壞意圖產生負向(正向)影響外，亦與惡質顧客行為嚴重

性有二階交互效果，對服務破壞意圖有顯著負向(正向)影響；(3)最後，惡

質顧客行為嚴重性、道德意識以及員工所知覺到的行為控制間，有顯著三

階交互效果，道德意識會使行為控制機制的干擾效果更強或減弱。 

關鍵詞： 惡質顧客行為；服務破壞；空服員；組織控制機制；道德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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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ycustomers’ behavioral 
severity and flight attendant’s service sabotage intentions. Using Taiwanese 
flight attendants as the sample, a scenario-based experiment suggests that 
several different factors may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ycustomers’ 
behavioral severity and service sabotage intentions. First, a flight attendant’s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mechanism has a direct negative impact and a 
negative interaction effect with jaycustomer severity regarding service sabotage 
intentions. Second, the idealism (relativism) possessed by flight attendants has a 
negative (positive) impact and a negative (positive) interaction effect with 
jaycustomer severity on service sabotage intentions. Finally, there are two 
significant three-way interaction effects among idealism (relativism),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nd jaycustomer behavioral severity on service sabotage 
intentions. This research also provides the theoretical and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of this study. 

Key Words: Jaycustomer behavior; Service sabotage; Flight attendants; 
Organizational control; Ethical ideology 

一、前 言 

近年來隨著兩岸航線的開通以及日益蓬勃的觀光產業，本國籍航空公司的運載量大幅

成長，隨之而來的雖然有正面的經濟效益，但也經常出現「惡質顧客 (jaycustomer)」[1,2]

或「滋擾乘客 (unruly passengers)」[3-7]。例如乘客在飛機上性騷擾空服員、對於空服人員

頤指氣使或其他不當行為屢屢見諸媒體。但同樣地，服務人員不當對待顧客的案例卻也日

益增加[8-12]，服務人員會在顧客背後，甚至是顧客面前，蓄意破壞服務傳遞過程[8-10, 12]，

以追求個人的滿足或是紓解負面情緒[8-15]。此種第一線空服人員的服務破壞行為(service 

sabotage)，不僅可能損害公司的顧客滿意度，一旦被揭露於媒體之上，更可能對企業形象

產生不利影響[8-10, 12]。在一項著名案例中，美國捷藍航空 (JetBlue) 空服人員 Steven Slater

在航班上與顧客發生衝突，不僅透過廣播系統詛咒顧客，甚至憤而打開滑梯離開，導致捷

藍航空面臨嚴重的公關危機[16]。 

雖然學者已經指出，惡質顧客行為很可能是導致服務人員服務破壞的重要前因
[9-11,13-15]，但這些研究鮮少直接驗證兩者之間的關係。在少數例外中，Skarlicki 等學者[11]

與 van Jaarsveld 等人[13]，曾調查服務業員工遭遇顧客惡質行為與其本身服務破壞行為兩

者間「發生頻率」的相關性，但這些研究並沒有說明在單一惡質顧客事件下，員工服務破

壞意圖如何受其影響，因此缺乏明確的因果關係驗證。然而學者 Wang 等人則主張[14]，

從個別事件特徵探討惡質顧客行為與服務破壞間的關係，對研究而言非常重要，更有助於

管理者採取適當方法與機制加以預防。為彌補過去研究不足，本研究引進「嚴重性

(severity)」此一關鍵的惡質顧客行為事件特徵[2,17,18]，試圖探討其對空服人員「服務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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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影響。對學術界而言，本研究得以立基於過去相關研究中採取調查法所得到的「發

生頻率相關性」結果之上[9-11,13-15]，進一步回應近期學者對於個別事件特徵以及其因果關

係加以探討的呼籲[14]。對於實務界而言，本研究之進行亦可幫助航空業者在發現員工遭

受到惡質顧客對待時，如何從嚴重性的角度，判斷其對員工當下服務破壞意圖的影響。 

但空服人員是否會由於不同嚴重性的惡質顧客行為，而產生不同程度的服務破壞意

圖，很可能會受其他內外在因素的干擾。的確，學者們認為如果要探討服務破壞行為，除

了惡質顧客所扮演的情境因素之外，還必須考慮員工內部的個人特質，以及員工外部的組

織特性[9,10,14,15,19,20]。而本研究根據員工異常行為研究之發現為基礎，認為員工個人的道

德意識 (ethical ideology) 以及受到組織監督的程度亦是重要前因[9,10,21-23]。但學者指出
[8]，過去的研究並沒有探討過這三者間如何彼此交互影響服務人員的服務破壞意圖。為了

解其間可能的交互關係，並對服務破壞和惡質顧客行為領域做出進一步貢獻，本研究以員

工道德意識以及行為控制機制 (behavioral control) [24-26]，分別代表員工內部 (道德意識) 

以及外部 (行為控制) 影響機制，了解其對服務破壞意圖的直接影響，對於過去的研究架

構做出補充。 

此外，過去的研究並沒有探討這些因素之間如何交互影響員工當下的服務破壞意圖，

亦沒有考量當下個別事件的特徵 (例如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 所可能帶來的影響。因此，

本研究亦同時考量行為控制機制、員工道德意識與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三者間，對於服務

破壞意圖可能產生的共同影響。藉由探討各變數之間的直接與交互效果，本研究不僅補充

了過去研究的不足，更得以檢視員工內部個人特質與所處企業的行為控制之間的複雜互

動，有助於學術界進一步釐清組織、個人與情境因素三者間的關係，並與當下對於員工異

常行為前因之學術研究中強調變數間交互效果的趨勢相符合[11,14]。 

本研究以空服員為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本研究選擇空服人員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包

括：(1)從工作特性而言，空服人員在工作上容易因「情緒勞務」造成「情緒耗竭」現象。

學者[27] 指出，空服員是高度情緒勞務工作者，經常須面對性騷擾等惡質顧客行為。空服

員執勤時間長、執勤地點遠離本國，且須和所服務顧客同處一密閉空間中，這些都可能使

員工產生負面情緒甚至是情緒耗竭問題[28]；(2)過去不論是惡質顧客行為或是服務破壞研

究，多以餐旅業作為研究範疇，未以航空公司空服人員作為研究對象，但近期學術研究中，

空服人員如何受到顧客行為的影響開始受到學者重視[29]。因此本研究的進行有助於將服

務破壞議題延伸到更多元化的運輸產業管理領域；(3)就理論角度而言，Harris與 Ogbonna 
[9,10] 認為如果要對服務破壞議題進行研究，所選擇之對象最好滿足服務接觸時間較長、服

務接觸內容多樣且顧客與服務人員間較為親近等條件。而研究也指出空服人員是研究工作

異常行為或反社會行為的良好研究對象[29,30]。因此，本研究採用空服人員作為研究對象，

不僅延伸了過去的研究範疇，其工作特性更符合學者所呼籲從事服務破壞學術研究的標

準，以及近期重視航空業服務人員的研究特色，使本研究得以對運輸產業學術研究做出貢

獻。根據上述研究背景，作者進行相關文獻回顧、提出本研究假說並進行一情境法之實驗，

最後根據實證結果提出理論與管理意涵，以及未來研究方向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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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與假說 

2.1 惡質顧客與服務破壞行為 

2.1.1 服務破壞行為 

學者 Harris 與 Ogbonna[9] 率先提出服務破壞的概念，並定義為：員工在對顧客傳遞

服務的過程中，違背組織規範，蓄意地對服務產出造成負面影響的行為，且此種行為妨礙

組織目標的達成。因此，服務破壞行為並非針對企業的生產設備或其他員工造成財務與心

理上的傷害，而是對「顧客—員工」的服務接觸與傳遞過程進行破壞，比起一般工作異常

行為更難察覺與防範[8]。同時，服務破壞行為所導致的負面結果更是對於滿意度、忠誠度，

乃至於整體企業形象的直接傷害[8-10]。 

在相關研究中，多數學者將焦點集中在探索服務破壞行為的類型及其前因。在服務破

壞行為類型的部分，Harris與 Ogbonna[9,31] 以餐旅業為研究對象，將服務破壞行為用兩個

構面區分：服務破壞行為對顧客的公開程度 (公開或隱蔽)，以及員工從事服務破壞的頻率 

(慣例或者是偶然)，並歸類出 6大類型；後來更加入蓄意隱匿顧客抱怨，作為一種服務破

壞的行為。Wallace與 De Chernaton[15] 則是以銀行和零售業為研究對象，發現員工從事服

務破壞的行為類型大致上可區分為 3類：對抗組織行為、蓄意降低自己的工作表現、或者

是給予顧客過度的承諾卻無法達成。Browning[19] 以旅遊業和餐旅業為研究對象，同樣對

服務破壞行為進行分類研究，發現服務破壞行為可用「嚴重性 (高或低)」和「是否為顧客

可以直接感受 (間接或直接)」做分類。由上可知，過去研究對於服務破壞行為有多樣的分

類方式，這反映出 Harris 與 Ogbonna[9] 所主張的服務破壞行為類型，會隨著產業不同而

有所差異的特徵。 

而在航空服務業的部分，第一線空服人員所面對的工作環境與顧客特性，更使得其在

服務破壞研究上具有相當之潛在重要性。文獻指出[32,33]，空服人員的工作特性中，包含

諸多壓力因子，可能導致工作上產生各種異常行為 (workplace deviance)[30]，更傷害第一

線空服人員的心理健康[30, 32, 34]。這些導致異常行為的工作特性[32, 33] 包括：與顧客之間直

接且長時間的接觸、對於情緒控管的要求甚高、長時間處於密閉且窄小的空間中、顧客來

源與要求變化多端、工時不定且需要值夜班勤務以及生理上的時差問題等等。Harris 與

Ogbonna[9,10] 認為，如果要對服務破壞議題進行研究，所選擇之對象最好滿足服務接觸時

間較長、服務接觸內容多樣，且顧客與服務人員間較為親近等條件。而研究也指出，空服

人員是研究工作異常行為或反社會行為的良好研究對象[29,30,33]。從上述的研究中我們可以

發現，空服員的工作特質[32,33] 符合文獻中對於服務破壞研究的要求，因此過去有關服務

破壞的研究，應該不僅侷限於一般服務產業，更可以推展到對於第一線空服人員的研究之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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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能導致員工從事服務破壞行為的成因部分，透過文獻可歸納出：個人因素、組織

因素、群體角色知覺以及環境因素等，都可能會影響員工的服務破壞行為[8,9,15,19,35,36]；而

且學者們多半認為惡質顧客是服務破壞的關鍵前因[8,9,15,19,35,36]。例如 Harris與 Ogbonna [8,9]

就指出員工藉由服務破壞，可以重新找回遭受惡質顧客不當對待所喪失的自尊。但值得注

意的是，這些文獻多半採用質性方法加以探索，較少以量化方法驗證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否

確實存在。在極少數採取調查法的研究中，則是發現遭遇顧客惡質行為的「頻率」，的確

與從事服務破壞行為的「頻率」呈現正相關[9,11,13,14]。但這些研究並沒有從單一事件角度

分析何種特徵的惡質顧客行為，較可能引起員工的服務破壞意圖。 

2.1.2 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的影響 

惡質顧客行為研究近來獲得學術界高度重視，且獲得許多豐碩成果[1,2,37-40]。所謂的

惡質顧客行為乃是指顧客有意或無意地，對於企業、員工或者是其他同一服務接觸中的顧

客造成困擾或傷害的不當行為[1,41]。在航空業中，此種惡質顧客行為不僅是實務界所重視

的議題，也受到學術研究者的關注，並賦與「滋擾乘客」一詞。例如在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台灣飛行安全基金會於 2009 年公布之國籍航空公司客艙異常事件報告中，非理性的資擾

顧客行為占全體異常事件的 41%[42]，而學者 Yagil的調查也顯示 74%的英國航空第一線空

服人員平均每個月至少會遇到一次的惡質顧客或滋擾乘客事件[28]。這些常見的空中惡質

顧客的滋擾事件包括暴力或憤怒的乘客[3-7]、強占座位或者是酒醉等等[3,7]。這些不當的乘

客行為與其他服務業中所探討的惡質顧客行為如出一轍，都屬於妨礙整體服務傳遞，對於

企業、員工或其他顧客造成困擾的行為[1,41]。而分析過去有關惡質顧客行為既有的研究取

向包括分析惡質顧客行為的類別[2,41,43-46]、以及惡質顧客行為的前因[2,17,39,47] 等等。例如

Reynolds 與 Harris[17] 歸納出 3 大類惡質顧客行為的關鍵前因，包括人格特質所造成的心

理障礙、對服務不滿，以及服務場景設計不當所導致的問題。在航空業上，學者楊政樺等

人則專注探討地勤與空服人員面對不同滋擾乘客行為時所感受到的處理困難度與處理能

力差異[3,7]。 

有部分學者認為惡質顧客行為除了會降低其他顧客的滿意度[1,18,48,49]、降低企業財務

績效與破壞設備[1,45]，以及對員工造成長短期的心理與肢體傷害外[1,50-53]，也很可能會增

加員工服務破壞頻率或者帶來其他工作上異常行為[8,10,11,13-15,19,54]。但過去此一研究取向的

普遍特色為鮮少針對惡質顧客事件中明確可操作化的構面，探討其對員工服務破壞意圖的

影響，而僅是調查兩者間的頻率關係[11,13,14]，這些文獻雖然對本議題的研究有相當貢獻，

但卻無法解釋在單一惡質顧客事件中，何種因素會對當下服務破壞意圖程度產生影響。 

Fisk等人[29] 對過去探討惡質顧客行為的研究做出彙總，認為如果要在惡質顧客行為

的研究做出進一步的發展，必須要從較為抽象的角度將惡質顧客行為加以操作化，使所獲

得的結果可以一般化到不同的產業脈絡之下。近期惡質顧客行為研究中指出，「嚴重性」

是一可於研究中操作化以探討惡質顧客行為的關鍵構面[1,17,18]，Harris與 Reynolds[2] 便明

確指出，惡質顧客行為可視為嚴重性的連續帶。而在顧客惡質行為分類的研究結果中，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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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含著不同顧客惡質行為間可能有嚴重性上的差異，例如 Harris與 Reynolds [2]、Lovelock 
[41] 以及 Zemke與 Anderson[46] 都發現有些顧客會貪小便宜，這種行為明顯地比起對其他

顧客或員工作肢體攻擊或性騷擾在嚴重性上輕微許多。在最近的研究中，Reynods與 Harris 
[17] 亦主張了解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的後果，是未來研究的重要方向，並將惡質顧客行為

嚴重性定義為「顧客以負面方式蓄意、違反或破壞個別服務情境內成文或不成文規矩的程

度」。 

社會心理學者 Bibb Latané的「社會影響理論 (social impact theory)」[55] 主張：其他人

對我們自身的影響力大小，會與對方行為的強度或嚴重性有關。根據這個概念，楊俊明等

人[18] 便發現惡質顧客行為的嚴重性差異，會對於其他顧客產生程度不等的負面影響。同

樣地，我們可以推論：嚴重性之所以會影響服務破壞意圖，乃是因為當空服人員處於惡質

顧客行為情境之下時，心中會產生不舒服感受，而不舒服感受的強烈程度則取決於惡質顧

客行為的嚴重性。空服人員為了降低這些不舒服的感受，可能會產生對顧客的服務傳遞過

程採取對應的破壞意圖[11,13,14]。因此，本研究主張，惡質顧客行為的嚴重性會對空服人員

的服務破壞意圖有正向影響。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說： 

H1. 相對於低嚴重性惡質顧客行為，高嚴重性惡質顧客行為，會引發空服人員

較高的服務破壞意圖。 

2.2 員工行為控制機制強度的直接與調節效果 

雖然惡質顧客行為很可能會隨著嚴重性不等，而產生不同程度的服務破壞意圖，但學

者指出企業可採取適當的控制機制來進行干預。Harris與 Ogbonna [9] 便指出：「員工多半

會知覺到組織意欲管理員工行為而採取的控制機制…因此，此種系統的存在對於服務破壞

會有顯著影響。」；其他服務破壞的研究，亦建議企業了解所採取的管理與稽核制度對員

工服務破壞行為的影響[8-10,15,36]，但這些研究多止於管理意涵的指引，而非實證結果。 

管理控制 (management control) 可區分為產出基礎控制 (outcome control) 與行為基

礎控制兩類，個別組織所施行的控制機制，實際上是介於兩端的連續帶上，且每個員工所

知覺到的控制機制強度不同[24-26,56]。行為基礎控制強調對員工行為進行監督、指導與干

涉，著重員工工作投入；產出控制則以可衡量的指標 (如銷售量) 為基礎，而比較不在意

員工工作活動。本研究的研究焦點係航空業者對空服人員的行為控制，主要原因在於產出

機制控制多半搭配紅利和佣金為主的報酬方式[57]，此一方式在航空運輸服務中並不適用。 

而所謂的行為控制機制，乃是指對於員工的行為和日常工作所從事的活動進行監督，

其管理的重點在於管理者高度指引員工表現出正確的外在行為[24-26,56]。換句話說，行為控

制機制的內涵在透過管理者的干涉與要求，以及透過給予員工足夠的訓練和知識，使員工

在職場上展現出合乎規範的行為，並以此評斷員工在行為與技巧上的表現，而非以員工行

為的結果 (例如銷售量) 來評斷員工的表現好壞[24-26,56]。必須強調的是，行為控制機制的

內涵不僅僅是在設定行為規範，更在管理者所提供的技術與知識的指引和訓練。高度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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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控制機制代表員工在工作上的自我裁決範圍越小，因此員工必須嚴格遵守組織所交付的

服務流程、依循組織規範，並強化自己的工作技巧與知識[24-26,56]。雖然第一線空服人員在

進入職場時都會接受組織對於行為標準的相同訓練，並且被告知必須要遵行相同的標準作

業程序，然而過去的文獻指出，每個員工所知覺到的行為控制機制的強度並不會相同
[24-26,56]。 

在滋擾乘客的研究上，國內學者楊政樺等人[3,7] 以及學者 Rhoden 等人[6]，都呼籲航

空業者應該給予第一線空服或地勤人員更多的訓練，使其能夠具備相關的知識與技術來面

對滋擾乘客。學者們所抱持的此一觀點，正與行為控制機制中所主張管理者應該給予干涉

和指導的內涵一致[24-26,56]。 

在員工異常行為與服務破壞研究上，學者發現員工感受到的行為控制機制強度與工作

異常行為的發生有負向關係[47,48]。在服務破壞上，Harris 與 Ogbonna[10] 亦以調查法發現

員工所知覺到的行為規範強度的確與服務破壞有負面關係，近期 Kish-Gephart等人[20] 以

後設分析法探討組織特徵對員工從事非道德行為的影響，亦指出當組織內存有明確行為準

則( 亦即員工受到高度行為控制機制監督) 時，會有較低的不道德行為傾向。根據上述文

獻，本研究認為從員工個體外部而言，行為控制機制越強會使員工在面對惡質顧客時有較

低的服務破壞意圖。因為服務破壞將會有違組織的服務規範及控制系統，對於自身的工作

福祉產生不利影響。本研究提出以下的假說： 

H2. 空服人員所知覺到組織的行為控制機制強度，對服務破壞意圖有負向影響。 

此外，本研究認為空服人員所知覺到的行為控制除了直接降低服務破壞意圖外，也會

與當下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產生交互作用，共同影響服務破壞意圖。Wang 等人[14] 在針

對電話客服中心進行的研究中便發現，如果員工對於服務規則有強烈的承諾，會削弱日常

工作中惡質顧客遭遇頻率與服務破壞頻率兩者間的正向關係。根據計畫行為理論[58-60] 的

觀點，這是因為當員工知覺到高度行為控制時，會認為對顧客進行報復成功的機率較低，

因此不論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程度如何，服務破壞意圖都會較低，亦即「嚴重性—服務破

壞意圖」的關係較弱。反之，當員工認為組織並未施加明確的行為控制機制時，會隨著惡

質顧客行為嚴重性而有對等的服務破壞意圖。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說： 

H3. 空服人員所知覺到的行為控制機制越強，會使得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與服

務破壞意圖間的正向關係減弱。 

2.3 個人道德意識的直接與調節效果 

2.3.1 直接效果 

除了在員工個人外部，組織所採用的行為控制機制外，學者指出員工內部的個人特質

差異對服務破壞行為亦有影響[9-11,13,14]。在各種個人特質中，本研究認為員工所抱持的道

德意識具有關鍵的角色，這是因為：(1)服務破壞是一種違背職業道德與規範的行為[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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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期研究顯示員工的道德認同與道德意識，會與工作中異常行為或服務破壞行為有關
[11,21]。例如在員工異常行為的研究上，Henle 等人[21] 發現道德意識中的理想主義與工作

異常行為呈負相關，相對主義則與工作異常行為無顯著相關。Skarlicki 等人[11] 則是從員

工的自我概念觀點出發，衡量受訪者自我概念中之道德認同 (moral identity)，在顧客所引

起的知覺人際不公平程度以及服務破壞頻率的關係中所扮演的調節變數角色；其結果顯

示，不同的道德認同構面會調節人際不公平與服務破壞頻率間的關係強度。 

本研究主張員工所抱持的道德意識[61-66] 所扮演的角色亦不容忽視；相較於 Skarlicki

等人[11] 所探討的道德認同重視的是「我是否是一個道德的人？」，道德意識指個人對於

事物對錯、好壞等判斷的完整信念、價值觀、標準以及自我定義[66]，強調個體在不同情

境時產生的「道德決策與判斷傾向」，更重視的是個體對特定情境的反應。 

道德意識包含兩個構面[61-63]：理想主義 (idealism) 指個人對自身行為與他人福祉間

關係的看法，理想主義越強會盡可能避免對他人造成傷害，反之則會認為個體要達成目

的，傷害他人可能是必要的。相對主義 (relativism) 則代表個人對道德標準是否為不可妥

協的看法，相對主義越高代表個人認為道德是因時制宜，而非普世標準[61-63]。文獻中指

出相對主義傾向較高者，比較不關心他人福祉[65]、較不會對加害者有負面評價[61]、也較

不會展現誠實與廉潔行為[67,68]。理想主義傾向較高者，比較能察覺道德問題[57]、會認為

道德對組織效能是重要議題[69]。Kish-Gephart等人[20] 的後設分析研究中則發現，理想主

義與相對主義分別對於員工的異常行為有著正負不同的影響，高理想主義會降低異常行

為，相對主義越高則會提高異常行為。雖然文獻指出道德意識很可能會影響員工在職場中

的異常行為，但卻沒有在服務破壞的研究中考量此一重要的因素。有鑑於服務破壞是員工

在職場上對顧客或組織造成負面影響的不道德行為，且過去研究明確指出必須要考量員工

道德意識的角色[21]。藉由將員工道德意識納入架構中，本研究得以對過去有關服務破壞

的理論架構做出補充與貢獻。 

根據上述的文獻，本研究推論：當員工道德意識中的理想主義越強，會認為不論顧客

如何惡質，都應該堅持道德的標準 (亦即遵循工作道德)，因此會有比較低的服務破壞意

圖。而道德意識中相對主義比較強的員工，會認為道德判斷是因地制宜的結果，若情境改

變，道德判斷標準也應該跟著改變。因此，高相對主義的員工在面對惡質顧客時，很可能

會認為採取服務破壞行為並沒有違背所謂的「道德標準」；他們會主動地合理化自己的非

道德行為[21,70]，認為服務破壞只是「因時制宜」的結果，是因應外界情境而產生的短暫

反應。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說： 

H4. 空服人員所保持的道德哲學，對服務破壞意圖有顯著影響。 

H4a. 空服人員所抱持理想主義越高，服務破壞意圖越低。 

H4b. 空服人員所抱持相對主義越高，服務破壞意圖越高。 

2.3.2 調節效果 

本研究主張，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與員工當下服務破壞意圖之間，同樣會因為員工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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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德意識的強度不同而有不同的關係強度。此看法呼應文獻的看法，例如 Skarlicki等人 
[11] 發現個人的道德認同，會減弱人際不公平性以及服務破壞意圖之間頻率的關係；而

Hastings與 Finegan [70] 的實證資料雖然未達顯著，但迴歸係數的方向則同樣支持個人的道

德意識減弱組織不公平性與員工工作異常行為間的正向關係。究其背後原因很可能是因為

Hastings與 Finegan [70] 係採調查法探討整體知覺公平與異常行為「頻率」之間的關係，而

非對於特定事件的反應所致。綜合上述文獻，本研究推論：空服人員理想主義越高，越會

認為任何情境下道德標準都不應妥協，因此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和服務破壞意圖間的關係

較弱。然而，若空服人員相對主義越高，則會認為服務破壞可以合理化為對惡質顧客行為

情境的適當回應，且隨著惡質行為嚴重性上升則服務破壞意圖更強烈。本研究提出以下假

說： 

H5. 空服人員的個人道德意識強度，會影響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與服務破壞意

圖間關係的強度。 

H5a. 空服人員個人的理想主義程度越高，會使得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與服務破

壞意圖間的正向關係減弱。 

H5b. 空服人員個人的相對主義程度越高，會使得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與服務破

壞意圖間的正向關係越強。 

除了上述的二階交互效果外，本研究進一步主張：行為控制機制作為員工外部因素，

是否能發揮效果降低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對服務破壞意圖的正向影響，會取決於員工的道

德意識強度。員工所知覺到的行為控制強度，反映組織施加在員工身上的外部影響，但道

德意識則反映了員工的內在驅力。學者們曾建議，研究員工的異常行為，必須考慮當下情

境特徵 (例如：惡質顧客事件)、內在個人特質 (例如：道德意識) 與外在組織因素 (例如：

行為控制機制) 間的複雜關係[14,20]。然而截至目前為止，卻沒有研究直接驗證個人因素與

組織因素間相互牽制的交互影響。藉由探討作為外部影響的行為控制機制強度，與作為內

在驅力的道德意識強度，如何與當下情境中的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共同進而影響服務破壞

意圖，將使學術界得以從更為精緻的角度探討組織、個人、情境三者間的複雜關係。 

本研究推論，如果員工的理想主義程度較強，那麼其內在道德標準會凌駕於外在組織

的行為控制機制，使得行為控制機制角色重要性降低。這是因為個人內在特質與外在環境

間並沒有衝突，因此順從內在個人特質將會是員工偏好的方案。因此，員工理想主義越高，

則原本 H3所預期行為控制機制對「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服務破壞意圖」的調節效果將

消失或減弱。反之，如果員工的相對主義越強，其內在特質會驅使員工在面對不同程度的

惡質顧客行為時，採取對等的服務破壞[11]，但所知覺到的外在行為控制機制，卻同時降

低「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服務破壞意圖」的關係。在兩者相衝突情況之下，員工為避免

違背企業規則，會選擇服從行為控制機制的要求。因此，當員工抱持高相對主義時，則原

本 H3所預期行為控制機制對「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服務破壞意圖」的調節效果將更加

強烈。根據上述推論，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說： 

H6. 空服人員的個人道德意識強度、知覺到組織的行為控制機制強度與惡質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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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行為嚴重性，對服務破壞意圖有顯著的三階交互效果。 

H6a. 空服人員的理想主義程度越高，則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與服務破壞意圖間

之正向關係強度，越不受所知覺到的行為控制機制強度影響。 

H6b. 空服人員的相對主義程度越高，則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與服務破壞意圖間

之正向關係強度，越會受所知覺到的行為控制機制強度影響。 

三、研究設計與資料分析 

3.1 實驗設計與受試者 

3.1.1 研究架構與實驗設計 

本研究為驗證所提出之假說，進行一單因子二水準受試者間設計操弄惡質顧客行為嚴

重性強度 (低嚴重性 vs. 高嚴重性)，以情境故事法對空服人員進行實驗。情境故事法在

文獻中也曾用以探討惡質顧客行為對其他顧客影響之上[18,71,72]，適合本研究目的。 

3.1.2 受試者結構說明 

為提昇本研究之外部效度，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於國內某大型國際航空公司任職之本

國籍空服人員。該航空公司為一大型國際航空公司，飛行路線包含歐美亞洲各大城市以及

中國大陸。本研究共計 221位空服人員參與，最後有效問卷數目為 198份，有效問卷比例

89.59%。其中高嚴重性 100 份，低嚴重性 98 份。樣本人口統計結構如表 1。此一樣本結

構經航空業資深人事主管檢視後，認為符合一般航空業內空服人員結構特性，因此本研究

所取得之樣本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 1 樣本人口統計特質敘述統計 

變數 
個數／ 
平均數 

百分比／
標準差 

變數 
個數／ 
平均數 

百分比／ 
標準差 

年資 

3年以下 50 25.25% 服務 
艙等 

經濟艙 134 67.68% 
3-5年 100 50.51% 商務艙以上 64 32.32% 
5-7年 13 6.57% 

職稱 
非管理職 145 73.23% 

7-9年 15 7.58% 管理職 53 26.77% 
9年以上 20 10.10% 

平均每月
飛行時數

70小時以下 5 2.53% 

平均 
月薪 

5萬以下 22 11.11% 70-80小時 64 32.32% 
5-7萬 161 81.31% 81-90小時 107 54.04% 
7-9萬 12 6.06% 90-100小時 18 9.09% 
9-11萬 1 0.51% 100以上 4 2.02% 

11萬以上 2 1.01% 平均年齡 27.24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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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操弄 

3.2.1 惡質顧客行為萃取 

由於現有對惡質顧客行為分類之研究[2,17,73] 多半以餐旅業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缺乏對

航空業中惡質顧客行為的歸類，因此本研究在主要自變數—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的操弄

上，必須先行探索空服人員常遭遇到之惡質顧客行為。為達此一目的，本研究對 42 位目

前任職於國內外航空公司的空服人員進行訪談，受訪者年資在 2到 11年之間。此項訪談

之主要目的，在於了解空服人員於工作中所遭遇過之惡質顧客行為事件，以用作未來正式

研究之情境設計。在說明過惡質顧客行為定義後，請受訪者針對個人所遭遇過的經驗提供

一件以上的案例。在描述案例過程中，本研究請受訪者盡可能明確說明該惡質顧客的行為

內容、顧客特性 (例如性別) 以及所發生的航班。最後一共有 40位空服人員提供 56件親

身經歷之惡質顧客行為經驗。之後，本研究針對所取得的資料轉譯成逐字稿，由兩位研究

助理根據過去惡質顧客行為文獻中之定義，進行訪談內容的檢視與分類，並對無法得到共

識之部分進行協調。最後共得到 6 類型的惡質顧客行為  (評分者間信度  [interjudge 

reliability] = .89)，涵蓋過去文獻中所提及的多種惡質顧客行為 (請見附錄 A)。 

3.2.2 情境設計與嚴重性前測 

根據訪談結果，本研究設計 6則不同的情境故事，並委請兩位空服人員進行修正以符

合執勤間的情況。之後對 20名空服人員進行情境預試，以兩題 9點尺度題項衡量空服人

員對於各情境嚴重性的判斷 (1 = 完全不嚴重；9 = 非常嚴重)。結果顯示性騷擾被認為是

最嚴重的惡質顧客行為，而貪小便宜則是嚴重性最低。獨立樣本 t檢定顯示兩種行為在嚴

重性上有顯著差異 (t(19) = 30.11, p < .001, M 性騷擾 = 8.75；M 貪小便宜 = 4.25)。因此，本研究以

此二情境作為正式實驗操弄。 

3.3 問卷發放流程與衡量 

3.3.1 發放與回收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該航空公司任務中心均有個人信箱可供使用，因此本研究以此為抽

樣基礎，隨機發放 221 份問卷 (約占該航空公司全部空服人員的 10%)，並將實驗情境與

問卷直接置放入受試者個人信箱之中。受訪者隨機指派到嚴重性高低不同的惡質顧客行為

情境中。受訪者在問卷第 1面中會閱讀到 1則惡質顧客行為的情境，並要求想像自己為其

中主角，隨後進行嚴重性操弄確認的衡量。在第 2頁之後則為本研究所欲受訪者回答之問

項，包括受訪者在前述情境下的服務破壞意圖、個人道德意識、知覺到的行為控制機制；

本研究亦衡量受試者的工作滿意度、相關的人口統計特質以及工作經驗和現況等。在填答

完問卷後，受試者直接將問卷置入研究人員所設立之信箱。雖然本研究所欲探討的依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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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破壞意圖係屬員工的負面工作表現，直接詢問受試者可能會有潛在的社會期許偏誤

(social desirability bias)，但在本研究中，社會期許偏誤的可能性應不致於對本研究結果產

生干擾，主要是因為：(1)過去的研究指出實驗設計的方式可以降低受試者產生社會期許偏

誤的問題[74]；以及(2)本研究之研究流程使受試者無法得知其他受試者身分，且在完成問

卷後直接交付給本研究所設立之專門信箱，降低其他人 (例如上司) 得知自身反應的可能

性，從而減緩了社會期許偏誤的影響；(3)Wang 等人[14] 對於服務破壞的研究中曾納入社

會期許偏誤作為控制變數，但發現社會期許偏誤並不會影響員工呈報服務破壞行為的實際

狀況。 

3.3.2 變數衡量與信效度分析 

過去服務破壞的研究，多詢問對於某特定服務破壞行為的態度[21-23]，或實際從事服

務破壞的頻率[11,14]。這些方法雖可以了解填答者對服務破壞的態度與日常頻率，卻無法

了解員工當下的服務破壞意圖。然而過去的研究並無可衡量員工服務破壞意圖的量表，本

研究參考過去研究之結果[19,22,23]，以及 Skarlicki等人[11] 對顧客導向之工作破壞的問卷發

展方式，首先由研究者撰寫 6個題項，交由在職空服人員剔除掉語意上不易理解或認為不

適當的題項後剩下 3題，包括：「如果值勤中遇到相同的情境，我會試圖避開服務這位顧

客」、「我會在服務這位顧客時故意冷淡對待他」，以及「值勤中如果有這種事情發生，

我會想辦法用乘客看不到的方式報復他」。此 3題項分別對應 Browning [19] 服務破壞分類

中除對顧客直接嚴重攻擊外的其他 3種。由於對於顧客的直接嚴重攻擊甚至傷害，可能牽

涉到法律上的刑責，因此空服人員認為此種服務破壞行為幾乎不可能發生在航空業中。為

了確保此 3種服務破壞行為有嚴重性的差異，本研究以 20位在職空服人員作為前測樣本，

請其分別對 3項行為各以 1題 9點尺度進行嚴重性評估 (1 = 完全不嚴重；9 = 非常嚴重)。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顯示三者之間有顯著的差異 (F(2, 57) = 83.07, p < .01)，成對比較

顯示三者之間平均數有顯著不同。受訪者認為避開服務該顧客的嚴重性最低 (M = 2.45)，

其次是冷淡對待顧客 (M = 3.30)，最嚴重則是在顧客看不到的地方報復 (M = 5.95)。根據

前測結果，本研究將此 3 題以李克特 9 點尺度衡量填答者的服務破壞意圖 (Cronbach’s α 

= .94)，並以 3題的平均數代表空服人員的服務破壞意圖。 

本研究以 Forsyth[61] 的道德定位問卷 (ethical position questionnaire) 量測受試者道德

意識，包含理想主義和相對主義各 10題。學者發現此問卷可適用華人文化[75]，且具有良

好信效度[76]。為衡量員工知覺到的行為控制強度，本研究採 Challagalla與 Shervani [24] 所

發展之量表，含有 11 個問項，並修正其語意以符合航空業之用。本研究對道德意識與行

為控制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具有良好配適度 (請見附錄 B)，顯見本研究之衡量

工具具備良好信效度。以上問項皆以李克特 9點尺度衡量。除了上述的主要變數之外，本

研究亦衡量受訪者的年資、平均每月飛行時數、職稱、平均月薪以及工作滿意度 (3 題，

Cronbach’s α = .91) 等題項以作為控制變數。由於第一線空服人員的飛行頻率與每趟飛行

時數並非固定不變，而是隨著航空公司指派的班表而改變，某個月可能頻繁地飛行短途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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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每趟時間較短但該月飛行頻率較高)，也可能飛行數個長班 (航程時間長，但頻率較

低)，而在每個月內亦可能同時有長途航班與短途航班的搭配。因此，本研究以整體每個

月的飛行時數替代飛行頻率與每趟飛行時數。最後，本研究以與前測相同之兩題問項衡量

受試者所知覺的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作為操弄檢定之用，相關係數達 r = .90。 

3.4 分析與結果 

3.4.1 操弄檢定 

本研究首先進行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操弄檢定，對受試者評估之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

題項平均分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顯示不同情境下的嚴重性知覺有顯著差異 (t(196) = 

25.16, p < .001)；如同預期，受試者認為性騷擾比貪小便宜要更加嚴重 (M 性騷擾 = 8.62; M 貪

小便宜 = 3.56)，因此本研究的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操弄成功。同樣的獨立樣本 t檢定顯示不

同情境間受試者之理想主義、相對主義、知覺行為控制機制、工作滿意度與年資上皆無顯

著差異 (t(196) < 1.18, p > .30)。 

3.4.2 假說檢驗 

由於本研究之調節變數皆為連續型變數，而學者主張實驗設計研究應將連續變數型態

的調節變數以階層式多元迴歸 (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HMR) 進行分析與假說檢

定[77,78]，因此本研究採用 Cohen與 Cohen [79] 所建議步驟進行假說驗證，並先將連續變數

標準化以消除多重共線性問題[69,70]。自變數「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則為一虛擬變數 (0 = 

低嚴重性／貪小便宜; 1 = 高嚴重性／性騷擾)；以服務破壞意圖為依變數所進行之 HMR

結果彙總如表 2。 

Model 1包含作為控制變數的工作滿意度、年資以及平均飛行時數，由於年資和年齡、

職稱、服務艙等及平均薪資等因素高度相關 (r > .50, p < .01)，但與飛行時數以及工作滿

意度無關 (p > .30)，故僅保留年資、工作滿意度以及飛行時數作為控制變數。結果顯示，

工作滿意度對服務破壞意圖有顯著負向影響 (β = -.32, p < .001)，而工作年資的顯著負向

係數 (β = -.22, p < .01) 代表越資深的員工有越低的服務破壞意圖。最後，每月平均飛行

時數越長，服務破壞意圖越高 (β = .23, p < .001)；這很可能是因為工作時數越長所帶來的

疲憊感與壓力，使員工將報復惡質顧客作為抒發工作壓力的窗口。 

Model 2加入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後顯示：與本研究預期一致，惡質顧客嚴重性對於

服務破壞意圖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β = .34, p < .001)，代表高嚴重性惡質顧客行為下，會產

生比低嚴重性時更高的服務破壞意圖，因此本研究 H1獲得支持。Model 3加入空服人員知

覺到的行為控制機制強度，以及理想主義和相對主義兩個道德意識構面作為自變數。結果

顯示，行為控制機制強度對於服務破壞意圖有負向影響 (β = -.25, p < .001)，代表行為控

制機制可以降低空服人員服務破壞意圖 (支持 H2)。而道德意識中，理想主義對於服務破

壞意圖有負向影響 (β = -.30, p < .001) (支持 H4a)。反之，相對主義對服務破壞意圖有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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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β = .32, p < .001) (支持 H4b)。根據上述分析結果，本研究 H2以及 H4獲得支持。 

Model 4加入空服人員知覺到的行為控制機制強度、道德意識和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

之間的二階交互效果。結果顯示，「行為控制×嚴重性」有顯著的負向交互效果 (β = -.15, 

p < .05)。負向係數意指當員工所知覺行為控制機制越強，則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對於服務

破壞意圖的影響越弱，亦即行為控制機制產生減緩了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與服務破壞意圖

之間的關係，支持本研究之 H3。道德意識兩個構面與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間的交互效果，

則分別產生正負不同的係數。「理想主義×嚴重性」為顯著的負向係數 (β = -.19, p < .01)，

這表示理想主義和行為控制機制一樣，會使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對於服務破壞意圖的正向

影響減弱 (支持 H5a)。反之，相對主義則會對於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的正向影響產生強化

作用 (β = .16, p < .01)，因此本研究 H5b獲得支持。 

表 2 服務破壞意圖階層迴歸分析 

自變數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β t-value β t-value β t-value β t-value β t-value 

工作滿意度 0.32 5.10*** 0.27 4.54*** 0.12 2.40* 0.11 2.31* 0.11 2.39* 

年資 0.22 3.49** 0.21 3.60*** 0.16 3.20** 0.14 2.85** 0.13 2.70** 

平均飛行時數 0.23 3.65*** 0.17 2.90** 0.11 2.33* 0.10 2.06* 0.10 2.11* 

嚴重性   0.34 5.67*** 0.34 7.07*** 0.35 7.66*** 0.33 7.20*** 

行為控制     0.25 4.63*** 0.14 2.00* 0.13 1.98* 

理想主義     0.30 5.88*** 0.17 2.41* 0.17 2.46* 

相對主義     0.32 6.49*** 0.21 3.60*** 0.21 3.66*** 

行為控制× 
嚴重性 

      0.15 2.22* 0.12 1.82+ 

理想主義× 
嚴重性 

      0.19 2.78** 0.14 2.01* 

相對主義× 
嚴重性 

      0.16 2.90** 0.13 2.19* 

理想主義×行為
控制×嚴重性 

        0.10 2.04* 

相對主義×行為
控制×嚴重性 

        0.11 2.26* 

R2 .26 .36 .60 .64 .67 

Fvalue 22.19*** 27.35*** 40.05*** 33.80*** 29.80*** 

R2增量  .10 .24 .04 .03 

R2增量之

Fvalue 
 22.19*** 36.73*** 8.37*** 4.13* 

註：+ 表示 p < .10，* 表示 p < .05，**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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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Model 5中加入嚴重性、行為控制與道德意識兩個構面之間的三階交互效果。

本研究 H6a預期理想主義程度，會使得知覺到的行為控制強度和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的負

向二階交互效果減弱，因此可預期三階效果應為一正向迴歸係數。而 H6b主張空服人員的

相對主義程度，會使得知覺到的行為控制強度和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的正向二階交互效果

加強，因此三階交互效果之迴歸係數應同樣為負向。表 2 Model 5顯示，「理想主義×行

為控制×嚴重性」係數為正 (β = .10, p < .05)。搭配「行為控制×嚴重性」的顯著二階交互

效果 (β = .10, p < .10)，整體結果意義應解釋為：當空服人員的理想主義越強時，行為控

制機制與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間，對於服務破壞意圖的二階交互效果的影響越弱。換句話

說，對於高理想主義的員工而言，知覺到的行為控制機制強度本身，並不會強烈改變其面

對惡質顧客時所產生的服務破壞意圖，員工會選擇服膺自己內心高理想主義的道德標準；

本研究的 H6a獲得充分支持。 

反之，「相對主義×行為控制×嚴重性」係數為負 (β = .11, p < .05)，搭配「行為控制

×嚴重性」之間顯著的二階交互效果，應解釋為：當員工所抱持的相對主義越強時，會強

化行為控制機制與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對服務破壞意圖的二階交互效果。換句話說，對於

高相對主義的員工而言，知覺之行為控制機制強度，對於員工面對惡質顧客時所產生的服

務破壞意圖有更強的調節效果，因此支持本研究的 H6b。 

四、研究結論與意涵 

4.1 研究結論 

本研究以航空公司現職空服人員為樣本，實驗資料顯示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越高，空

服人員服務破壞意圖越強。然而此關係卻取決於其他因素：(1)空服人員知覺到高度的行為

控制時，除對服務破壞意圖產生直接負面效果，同時會降低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與服務破

壞意圖間關係；(2)空服人員道德意識中理想主義 (相對主義) 除對服務破壞意圖產生負向 

(正向) 影響外，亦與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有二階交互效果，對服務破壞意圖有顯著負向 

(正向) 影響；(3)最後，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道德意識以及空服人員所知覺到的行為控

制強度間，有顯著三階交互效果，道德意識會使得原先的行為控制機制，在「惡質顧客行

為嚴重性—服務破壞意圖」關係間的干擾效果減弱 (高理想主義下) 或提高 (高相對主義

下)；本研究假說驗證結果彙總如下表 3。 

4.2 本研究之學術意涵 

本研究結果對相關學術研究與理論發展而言具有以下貢獻：首先，本研究探討的「惡

質顧客行為嚴重性—服務破壞意圖」關係，使服務破壞相關研究呈現出更精緻的研究取

向。過去的研究多採取質性探索或著重在兩者間的「頻率」相關性，無法了解在單一惡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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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行為事件下，員工如何產生程度不等的服務破壞行為。本研究藉由引入惡質顧客行為

嚴重性[1,17,18] 作為主要前因，發現空服人員之服務破壞意圖會深受當下惡質顧客行為嚴重

性的影響；嚴重性越高則服務破壞意圖越強。故本研究彌補了過去服務破壞研究中較少著

重單一事件特徵的缺口。 

表 3 本研究各假說驗證結果彙總 

編號 內          容 結果 

H1. 
相對於低嚴重性惡質顧客行為，高嚴重性惡質顧客行為會引發空服人員較高
的服務破壞意圖。 

支持 

H2. 空服人員所知覺到組織的行為控制機制強度，對服務破壞意圖有負向影響。 支持 

H3. 
空服人員所知覺到的行為控制機制越強，會使得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與服務
破壞意圖間的正向關係減弱。 

支持 

H4. 空服人員所保持的道德哲學對服務破壞意圖有顯著影響。 支持 

H5. 
空服人員的個人道德意識強度，會影響惡質顧客行為嚴重性與服務破壞意圖
間關係的強度。 

支持 

H6. 
空服人員的個人道德意識強度、知覺到組織的行為控制機制強度與惡質顧客
行為嚴重性對服務破壞意圖，有顯著的三階交互效果。 

支持 

 

其次，本研究在過去研究探討服務破壞前因個別影響的基礎之上[10,22,23]，探討分屬空

服人員內外部的道德意識與行為控制機制，如何在個別事件中與惡質顧客行為之間共同影

響空服人員的服務破壞意圖。此種多因素之間彼此互動共同影響服務破壞意圖的看法，在

過去的文獻中並沒有相關的實證資料。但本研究的結果呼應了當下對於員工異常行為學術

研究中強調前因之間交互效果的趨勢[11,14]，同時也印證了服務破壞研究中，認為組織、

個人與情境三者都是服務破壞意圖或行為可能前因的看法[9,10,14,15,19,36]。藉由本研究的發

現，更凸顯未來研究者應對不同前因間如何相互影響員工服務破壞意圖或行為進行研究的

重要性。  

第三，本研究亦對於惡質顧客與航空業之滋擾乘客行為研究有所貢獻。過去的研究

中，已經發現惡質顧客行為會影響其他顧客的服務經驗[1,11,37,38]、對員工以及組織帶來各

種傷害[1,8,10,11,1315,19,45,5054]，但這些研究鮮少驗證惡質顧客行為所可能帶來的另外一種影

響—服務破壞。因此，本研究補充了惡質顧客行為中對於服務員工所可能影響的研究之不

足，強調除了身心傷害之外，更可能會引起員工的服務破壞行為，並且使得兩個原本個別

發展的議題能夠在理論上彼此連結。且過去有關航空公司滋擾乘客行為的研究，多半集中

在第一線空服人員或地勤人員應該如何應對[3,7]，卻鮮少探討其可能在服務傳遞上產生的

負面影響，本研究的進行，亦彌補了過去顧客滋擾事件研究上尚未探討之處。 

最後，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空服人員」其工作內容具有時間長、與顧客互動緊密、顧

客需求多等特徵，使其適合探討服務破壞議題[2730]，但過去的研究多半集中在探討空服

人員的情緒耗竭議題之上[27,28]，卻鮮少注意空服人員所可能產生的服務破壞行為，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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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有助於學術界與運輸業界了解空服人員可能的服務破壞行為。 

4.3 對航空與運輸產業管理者的意涵 

(一) 了解惡質顧客與服務破壞行為 

本研究顯示，惡質顧客行為會對於服務破壞產生重要影響。一般經營者多半抱持「顧

客永遠是對的」的觀念，但不可否認的，惡質顧客在航空業界是普遍性現象，且對於空服

人員造成重大的負面影響。目前業界對於有哪些常見惡質顧客行為多半僅止於經驗式的了

解，而非系統性地整理。因此了解空服人員所可能遭受到的惡質顧客行為內容，以及其背

後的嚴重性程度差異，對於航空乃至於運輸產業而言，在預防服務破壞上是重要的一步。

企業應該設計適當的機制，使員工能夠循管道呈報所遭遇到的惡質顧客，且對於這些經驗

進行分析，以了解其發生的頻率與情境。 

其次，除顧客面之外，探索員工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服務破壞行為，也是重要的管理

活動。雖然直接透過管理者對服務破壞行為進行探尋，很可能會遭遇員工抗拒，但引進外

部顧問或其他研究者來代替管理者了解員工所可能產生的服務破壞行為，將有助於運輸產

業經營者在維繫顧客忠誠度和預防顧客流失上有重要的意義。 

(二) 強化對員工的行為控制，揚善亦要揚惡 

空服員服務的特色，在於以量化方式所進行的產出控制往往並不適用，因此對於服務

人員所進行的行為控制將成為重要的控制工具。而本研究結果亦顯示，行為控制機制有助

於降低空服人員面對惡質顧客時的服務破壞意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航空公司多半

會提供第一線空服人員面對滋擾乘客時該如何應對的行為訓練，然而根據國內學者楊政樺

等人的研究顯示[3]，仍有 40%左右的第一線空服人員對於面對滋擾乘客感到困擾，而學者

Rhoden 等人的研究亦指出，空服人員認為自身對於面對惡質顧客的訓練是不足的[6]。因

此，本研究建議航空業管理者應該積極強化明確的服務流程規範，訓練完整的服務技巧，

並時時了解空服人員的服務行為，以預防或改善服務破壞問題。在日常營運中，航空業者

也可以透過內訓神祕客或是以資深人員扮演調查者的方式，對潛在於顧客背後的服務破壞

行為進行調查。企業往往重視「揚善」，對表現良好或展現組織公民行為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的員工作獎勵，但卻也經常「隱惡」。本研究建議業者，當發現服務

破壞的行為時，除了應該施予適當懲處，並透過內部公告或案例教育的方式使其他空服人

員能夠知悉，以強化行為控制的效果。 

(三) 甄選育才應重視員工的道德意識 

雖然透過空服人員外部的行為控制機制，有助於改善員工的服務破壞行為，但根本的

解決之道應該訴諸於空服人員的道德意識。在甄選與育才機制設計上，本研究建議航空與

運輸產業可在員工甄選時除了員工本身學經歷、專業知識與證照外，可以搭配本研究所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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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道德意識問卷或其他人格工具，篩選在道德意識上理想主義較為強烈者，並避免錄用

相對主義較強者 [80-82]。 

在育才方面，航空與運輸業者應該加強持續性的在職訓練，透過個案分享、開設道德

課程、角色模範或帶領員工參與公益活動等多樣的方式，來幫助員工建立有利於組織、避

免服務破壞行為的道德意識。雖然教育訓練對所有員工都很重要，但學者們[11,82] 主張，

企業在對員工進行教育訓練時，應該考慮員工個人道德特徵。根據本研究的發現，對高相

對主義的員工，教育訓練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更為關鍵。雖然道德意識是一種內化的價值

觀，看似不容易在一、兩次個別的教育訓練活動後產生改變，但長期而言，價值觀可以透

過經驗與學習而改變，因此如何讓空服人員 (特別是高相對主義者) 在工作與訓練中得以

潛移默化，修正自身的價值觀，將會是航空與運輸產業內進行教育訓練的關鍵。例如

RuizPalomino與MartinezCañas [83] 便認為，對於高相對主義的員工，除了例常的教育訓

練之外，更應該透過主管的身教示範，以作為這些高相對主義員工的角色模範。此外，強

化組織的控制機制、持續性的教育訓練與主管的角色模範，長期而言更有助於企業培養顧

客導向的服務氣候與組織內的道德氣候，而過去的研究已指出這些組織氣候因素，對員工

的服務破壞意圖有所影響[9,22,23]。 

(四) 對不同工作特徵的空服人員應有不同的重視程度 

本研究對於實務界人士的額外意涵，在於發現空服人員的工作特徵會與其服務破壞意

圖有關。表 2中顯示高年資、低工時的空服人員的服務破壞意圖較低，這顯示服務破壞行

為更有可能發生在新進人員或每月工時較長的空服人員之上。這很可能是因為新進人員尚

不熟悉服務作業的規則、未體認到組織文化中對於顧客滿意的追求，或者是尚未習得排解

惡質顧客影響的調適方式；而空服人員的工時過長，則容易使得其工作上的疲憊或挫折感

發洩在對惡質顧客的報復之上。因此，航空公司應該對於新進員工施以更充足的訓練與更

嚴格的行為監督；而航班安排上則應該給予空服人員適當的間隔與休息，避免過長的工作

時數。 

五、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對了解空服人員面對惡質顧客行為所可能產生的服務破壞意圖進行探討，並以

實證資料驗證所提出的假說，但仍然有相關的研究限制與議題可供未來研究者參考。首

先，本研究雖然透過針對空服人員的訪談抽取不同嚴重程度的惡質顧客行為，但此種方式

也限制了本研究結果的一般化性。其次，雖然本研究在過程中力求周延，但仍可能有未曾

發現過的惡質顧客行為或服務破壞行為並未在第一階段揭露，此為一可能的研究限制。因

此未來的研究可增加關鍵事件分析的數量，以獲得更周延的結果。未來研究亦可以針對不

同的運輸服務建立個別的惡質顧客行為分類，並了解其嚴重性差異。透過了解不同產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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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惡質顧客行為，亦可以重複驗證本研究之理論架構，使本研究的結果更加一般化。而雖

然本研究的研究執行方式，可以有效地降低社會期許的問題，但未來的研究除了在採用情

境模擬的方式之外，也可以採用角色扮演的方式，進一步降低社會期許偏誤的影響。 

此外，除了「嚴重性」是研究惡質顧客行為的關鍵構面，但其他的因素亦值得未來研

究者關注。例如：楊俊明等人[18] 利用社會影響理論[55] 將惡質顧客行為解析為：嚴重性、

數量以及距離 3個面向，並發現三者間會有交互關係。因此研究者未來可進一步釐清如何

操作惡質顧客行為，以對此議題有更豐富的理解。除了惡質顧客行為有不同強度之外，服

務破壞行為本身亦可能有強度分別[15,19]，未來研究者亦可探討什麼因素會促使員工採取高

嚴重性的服務破壞行為。 

除了上述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外，研究者亦可針對額外的控制變數、中介的心理

機制，以及其他扮演調節變數的個人與情境因素做探討。例如本研究的控制變數中發現，

第一線空服人員每個月的飛行時數，對於服務破壞意圖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相同的飛行

時數下可能來自於非常頻繁的短途航班，或者是頻率較低但單次服務時間較長的長途航

班。因此，未來的研究可以考慮納入飛行頻率或單趟飛行時數作為額外的控制變數。其次，

學者們[84,85] 曾指出員工之所以產生反生產力的行為，實際上乃是受到外在壓力源所引起

的負面情緒所致。過去的惡質顧客行為研究亦顯示，員工在面對惡質顧客時的確會產生程

度不等的負面情緒[1]。因此，未來研究可針對情緒的中介效果做探討。由於 Harris等學者 
[810] 所提出的服務破壞行為中，尚有許多其他可能的因素並未受到學術界廣泛的注意與實

證驗證，未來此一領域將有豐富的研究方向可以進行。 

最後，本研究所探討的乃是直接受惡質顧客影響的空服人員，但站在情緒感染

(emotional contagion) [86] 以及行為感染(behavioral contagion) [87] 觀點，觀察到其他同儕員

工受到惡質顧客行為的影響，是否會連帶引發自身的負面情緒反應？而觀察到其他同儕員

工對於惡質顧客進行的服務破壞行為，是否會引發連鎖的「服務破壞骨牌效應」？這樣的

連鎖效應很可能會進一步傷害其他顧客所接受到的服務品質，從而循環性地降低了整體服

務傳遞的效率。然而在過去有關的研究中尚未對此進行研究，此一議題亦是值得關注的研

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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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惡質顧客事件訪談結果說明 

惡質顧客行為類別名
稱(主要對應文獻) 

行為內容 個數 比率 案例文字 

不受歡迎顧客 

(Undesirable 
customers) 

(Harris & Reynolds, 
2004) 

對空服人員
頤指氣使 

9 16.07% 

她讓其他乘客等了半個多小時，就為了在逛街。上飛機也不會不好
意思，就理直氣壯的把手上的購物袋拿個組員，請組員把他放在掛
衣間。還有個很晚進來的人就直接把行李叫組員放好。有時候我覺
得我們的職業對乘客來說是不是女傭人，一點尊重都沒有。(受訪者
03) 

提出不合理
的服務要求 

6 10.71% 

有個女乘客，劃位的時候就被安排在最後一排，上飛機後就一直說
她這個位置不好，很吵。希望能夠換位置。……她就當場說，她說
她要升等。現在這個位置太吵了，所以在情理上面，她要換到更好
的位置。她就跟座艙長要求要升等到商務艙，可是哪有這種要求
的，而且大家都在看她，她也不怕啊。(受訪者 12) 

忽視機上規
則 

3 5.35% 

有個男乘客，大約 40幾歲的中年人。飛機已經關門在 taxiing了，
我們也已經宣布請大家關閉電子用品，他不知道為什麼就一直還在
用手機。我們很好心跟他講請他關掉還被白眼。後來是座艙長過來
跟他做最後警告，說他如果不關機我們不能起飛，他才很不爽地把
手機關機。結果一落地之後指示燈都還沒熄掉，他又馬上站起來要
開 cabin，這個人是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是有規矩的嘛？(受訪者 31) 

口頭污辱者 

(Oral Abusers) 

(Harris & Reynolds, 
2004) 

對空服人員
口頭辱罵 

7 12.50% 

組員發餐好了，他的餐沒有拿到，他也不會跟組員反應說他的餐沒
有拿到，然後找到另外一個組員就罵。然後另外一個組員就來找我
啦！那我就會去處理啦，然後就是一段批哩啪拉的一頓罵。罵完了
之後，就會跟他說，這種事情大家就是不太願意的嘛，所以有這樣
的疏失真的很抱歉，他就要學妹跟他道歉，學妹也跟他說過抱歉，
他說他一定會把我們告到底。(受訪者 24) 

惡意顧客 

(Vindictive Customers) 

(Harris & Reynolds, 
2004) 

報復空服人
員、鼓動其他
旅客、拒絕承
認錯誤 

7 12.50% 

那個先生說，他在休息，憑甚麼叫他起來，問組員說懂不懂規距，
在乘客休息的時候把他叫起來，說甚麼組員就是把乘客餵飽了後就
可以下班。組員當場就跟他道歉。不過他說，既然已經起來了，就
睡不著了，還和組員說，好，我在現在就開始點 10 份餐，叫他送
10份過來。......在下飛機的時候，他說，你們今天只送了 8次餐，
他會將這件事情跟公司反應。(受訪者 19) 

性騷擾行為 

(Sex Predator) 

(Harris & Reynolds, 
2004) 

肢體或口頭
性騷擾空服
人員 

7 12.50% 

有一次飛 LA的路上，有一個搭商務艙的日本客人很討厭，從上飛
機開始就一直盯著我胸部看，看得我很不舒服。後來在送餐的時候
他會故意，我覺得是故意啦，摸我的手背，我就覺得很討厭阿，可
是他也沒有太明目張膽。只是他下飛機的時候竟然還給我一張他的
名片，說可以去找他玩，他可以帶我去逛街買東西。(那你怎麼處
理？)當下當然不敢說什麼啊，後來馬上把名片丟掉，誰要跟這種色
老頭去逛街啊。(受訪者 41) 

自我中心 

(Egocentric Edgar) 

(Zemke & Anderson, 
1990) 

自我中心，忽
視其他旅客 

7 12.50% 

有一次就小嬰兒一直在哭啊，然後媽媽一直都不理會，造成其他乘
客的反應。所以我就去和媽媽說，看看能不能提供甚麼讓小嬰兒不
會哭。媽媽就說，就讓他自然哭啊，哭到累了就不會哭了。看得出
來其他旅客臉上都超不爽，可是也不好意思再說什麼。(受訪者 08) 

貪小便宜 

(Freeloading Freda) 

(Zemke & Anderson, 
1990) 

貪小便宜 8 14.29% 

我覺得還有一種人很討厭，就是愛貪小便宜的。比如說有一次從倫
敦飛回臺北，一個老先生一直要米果，到最後還直接說可不可以給
他十包，他想帶回家。其實也不是什麼貴的東西，但一直要一直要
就會讓人家覺得這個人很沒氣質，又愛貪小東西。(受訪者 42) 

拿取機上物
品 

2 3.57% 

有一對母女坐頭等艙，雖然說我們盡可能滿足他們，可是也不能把
東西都帶走啊！也不知道他們那麼有錢搭頭等艙了還在窮什麼
鬼，他們竟然把枕頭跟毛毯都想塞到登機箱裡頭帶走。我過去跟他
們說很抱歉喔，這個東西不能帶走，她們才很不爽地把東西又丟到
地上讓我們自己收拾。搞不懂這種人是在貪什麼意思的。(受訪者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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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衡量工具信效度分析 

變數 題項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因素負
荷量 a

混合
信度
(CR)

變異數
萃取量
(AVE)

Cronbach’s 
α 

配適度指標 b 

 

 

 

 

理 

想 

主 

義 

不管是多輕微的程度，人們應該確定自己的行為不會
有意傷害他人。 

6.54 1.41 .76 

.91 .54 .90 

 

 

 

χ2/df = 1.81、 

GFI = 0.96、 

AGFI = 0.91、 

CFI = 0.98、 

NFI = 0.96、 

SRMR = 0.03 

不管是多小的危險，人們都不應該讓他人陷於危險
中。 

7.11 1.30 .89 

不管可以得到多少好處，只要會對他人帶來可能傷害
的事情都是錯的。 

7.46 1.71 .78 

人們應該不傷害他人的心理或身體。 7.12 1.30 .90 

人們不應該有傷害他人的尊嚴與福祉的行為。 7.10 1.28 .85 

如果一個行為會傷害到無辜的人，就不該從事這個行
為。 

6.64 1.56 .68 

根據結果對自己有利與否，才決定是否行動，是不道
德的。 

6.50 2.00 .58 

每個社會應最重視人們的尊嚴與福祉。 6.39 1.53 .60 

犧牲他人的福祉是絕對不必要的。 6.75 1.82 .51 

道德的行為就是符合「完美行為」的典範。 6.16 2.05 .70 

 

 

 

 

 

相 

對 

主 

義 

沒有任何道德準則一定要成為所有道德的「模範指
標」。 

6.80 1.71 .53 

.91 .53 .91 

 

 

 

χ2/df = 1.98、 

GFI = 0.95、 

AGFI = 0.90、 

CFI = 0.97、 

NFI = 0.94、 

SRMR = 0.03 

倫理道德會因情境和社會而有所差異。 6.54 1.52 .53 

道德標準會因人而異，一個人認為是道德的，在另一
個人眼中，可能是不道德的。 

6.68 1.37 .67 

不同的道德標準不可被用來比較絕對的「對」與「錯」。 6.58 1.49 .71 

對於道德或不道德的看法會因人而異。 6.63 1.48 .90 

道德標準只是個人的行為準則，不適合用去評判他
人。 

6.46 2.01 .84 

人際關係中的道德考量是複雜，每個人應該被允許建
立自己的道德標準。 

6.50 1.94 .84 

嚴格禁止某些行為，會妨礙較佳的人際關係。 6.34 1.80 .69 

說謊是被允許或不被允許，是依情況而定。 6.91 1.72 .70 

說謊是道德或不道德，會依說謊時的情境而定。
  

6.87 1.68 .79 

 

 

 

 

行 

為 

控 

制 

機 

制 

一般而言，公司對於我服務能力與技巧有一套評估標
準。 

5.94 1.94 .73 

.91 .51 .88 

 

 

 

χ2/df = 2.63、 

GFI = 0.92、 

AGFI = 0.88、 

CFI = 0.94、 

NFI = 0.90、 

SRMR = 0.05 

通常公司會監督我的 SOP工作表現。 6.64 1.97 .75 

公司會評估我與顧客溝通或是提供顧客資訊的方式。 6.61 1.83 .61 

一般而言，公司會藉由告知我什麼樣的服務技巧比較
有效來協助我提供服務。 

6.19 2.32 .64 

我執行 SOP的表現好壞會與我的考績高低有關。 4.06 2.32 .88 

我的公司會根據我的表現來改變我的服務艙等。 4.80 2.32 .86 

如果我提升服務能力，我會受到公司的稱讚。 6.56 2.04 .62 

我的服務技巧與能力攸關我的升遷機會。 6.95 1.75 .55 

如果我的服務能力不佳，公司會給我口頭上的告誡。 6.24 1.65 .79 

如果我的服務技巧或能力不佳，我會被公司正式懲
處。 

6.73 1.80 .63 

如果公司對我的服務能力不滿意，我會受到嚴密監
督。 

6.90 1.75 .69 

a 此處顯示為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各題項因素負荷量之 t值均大於 5且 p < .05。 
b 潛在變數之混合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即測量潛在變數之組成信度，混合信度值愈高，顯示衡量指標的內部一致性愈
高。平均變異數萃取量 (average variances extracted, AVE) 計算各觀察變數對該潛在變數的平均解釋能力，如果 AVE≧0.5，則具有
收斂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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